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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及空间差异评价
——基于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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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已有研究多在全国或省际层面揭示两

者的互动关系，但缺乏对省域内部差异的系统检验。选取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作为案例，在全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探

讨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及空间差异，为其他地区提供经验借鉴。采用熵值法构建县域经济和乡村振兴综

合指数，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刻画互动关系，并通过 Dagum 基尼系数分解、Moran's I 与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系统分析省

域内部的时空演化特征。2004—2023 年，辽宁省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总体由失调走向协调，部分县域达到

中级或良好协调水平。区域差异总体收敛，但近年来内部差异和超变动密度贡献上升。空间上呈现由弱到强再趋减弱的

集聚效应，高水平邻域强化高值锁定，低水平邻域加剧低位陷阱。辽宁案例表明，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互动在地级市

尺度具有显著的提升潜力与空间异质性。该分析框架方法具有可复制性，可为其他省份开展类似研究提供思路和比较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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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面临城乡发展不平

衡、区域差距扩大等问题，县域作为承载乡村振

兴战略的基本单元，在促进产业升级、改善民生

与推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已有

大量研究表明，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

在显著的互动关系，两者在经济、社会与生态层

面相互影响、相互促进［1］。然而，不同地区间的

差异性依然突出，需要通过省域尺度的案例分析

来揭示内部差异和空间格局，从而丰富全国层面

的认识。辽宁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在县域发

展和乡村振兴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一方面，

其产业结构长期依赖传统工业，城乡发展差距较

大；另一方面，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差异明显，

内部存在中部核心城市、南部沿海开放城市与西

部资源型城市的多样格局。因此，选择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作为案例，不仅能够展示省域内部的耦

合协调演化过程，还能为理解其他省份的类似现

象提供参照和启示［2］。推动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

同步提升，不仅是促进辽宁城乡融合发展的必然

要求，也是实现区域全面振兴的新机遇。总体而

言，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两者共

同构成城乡统筹发展的关键支点［3］。乡村振兴战

略旨在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差距扩大的问

题，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则注重培育县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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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提升县域城镇化水平和公共服务能力。二

者在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

可以相互促进、耦合共生［3］。因此，定量刻画乡

村振兴水平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对于

巩固“三农”基础、助力区域经济转型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近年来，关于乡村振兴与区域发展的研究成

果丰富。现有研究在乡村振兴内涵与评价方面形

成了较为一致的认识，普遍采用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五大目

标来衡量乡村振兴水平［4］。不少学者构建乡村振

兴指标体系并进行综合评价，方法上常结合客观

赋权和主观赋权，以期科学反映乡村发展程度。

同时，围绕乡村振兴与相关要素协同的研究日益

增多。例如，有研究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耦

合，分析其动态演进特征，发现两者协调水平呈

现持续上升态势且区域差异明显［5］。也有学者关

注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对乡村振兴的作用，测

算它们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度。总体来看，此类耦

合协调度模型已成为探讨多领域统筹发展的重要

工具。相关实证结果普遍显示，各地区乡村振兴

指数近年来稳步提升，但区域之间仍存在一定差

距。而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与其他系统的耦合协

调度持续增强，部分由过去的失调状态逐步转向

良性协调［6］。例如，舒泰一等构建绿色金融与乡

村振兴指数，结果表明 2011—2019 年两者的平均

耦合协调度在逐年提高［7］。此外，学界开始关注

耦合协调的空间效应和演变，例如运用空间自相

关分析识别高低集聚现象，或采用空间马尔科夫

链考察耦合水平的动态跃迁特征。这些研究为本

研究提供方法借鉴和比较参考。

已有研究为乡村振兴与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宝

贵经验，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现有成

果多以全国或省域为分析尺度，对地级市层面的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互动关注不够。其次，在方

法上，以往研究大多停留于耦合协调度测算及其

静态比较，缺少对耦合演变的动态、不均衡性分

析。例如，对地区间耦合差异的来源和趋向缺乏

量化分解，对空间邻近效应和时空转移趋势的研

究也相对不足。针对此，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现

实问题在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

下，辽宁省各地城乡发展不均衡、区域差距扩大

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县域经济如何与乡村振

兴协同互动、实现高质量融合发展，仍缺乏系统

量化研究。传统的宏观统计或单一指标分析难以

揭示两者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及空间不均衡来

源。为此，本研究采用多层次统计分析方法以回

答三个关键问题：（1） 辽宁省乡村振兴与县域经

济发展之间的整体协调程度及其时序演变趋势如

何？（2） 这种协调水平在空间上呈现出何种格局

与差异？（3） 导致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及演化机

制是什么？围绕上述问题，本研究将耦合协调模

型、Dagum 基尼系数分解和空间分析方法有机结

合，前者用于定量刻画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的互

动程度，中者用于剖析省域内部差异的组成结

构，后者则用于识别空间集聚特征与动态跃迁规

律，从而在理论与实证层面解释辽宁省城乡融合

发展的空间动力机制。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学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在研究尺度上，突破以往多聚焦于

国家或省际层面的宏观分析，转向省域内部地级

市尺度，以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为案例系统考察城

乡融合的微观空间格局，丰富县域层面的乡村振

兴定量研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构建多维综

合分析框架，既揭示静态差异，也反映动态演

变，实现城乡系统协调度的空间—时间双重解

析；第三，在理论贡献上，揭示县域层面城乡融

合的内在逻辑与路径依赖特征，为理解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区域协调与城乡融合的内生机制提供

新的实证依据与理论支撑。

二、研究方法  

（（一一））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为科学衡量乡村振兴水平与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综合状态，本研究遵循科学性、可得性、

稳定性与导向性原则，在兼顾统计口径一致与跨

期可比的前提下，分别构建乡村振兴指数与县域

经济发展指数两套指标体系，并采用熵值法进行

客观赋权。

1.  乡村振兴指数　

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内涵可概括为“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据国家统计部门介绍，可围绕这“五个方

面”筛选代表性指标，构建乡村振兴统计监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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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并开展乡村振兴指数研究［8］。具体而

言，乡村振兴指数以“五大振兴”为一级维度，

每一维度下选取若干二级指标，全面反映乡村发

展的综合水平。在一级维度中，产业兴旺强调农

业生产效率和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二级指标涵盖

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产品加工业比值、农机综合

水平和农村电商活跃度等。这些指标体现传统农

业现代化与新业态发展的结合［9］。生态宜居注重

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与生态保护，二级指标包括污

水与垃圾处理率、有效灌溉率和清洁取暖比例，

突出绿色低碳和生态友好的发展理念。近年来国

家加大农村环境基础设施投入，通过改善农村生

活垃圾污水治理、推广清洁能源取暖等举措，不

断提升农村生态宜居水平［10］。乡风文明反映农村

社会文明程度与文化建设水平，主要通过居民受

教育年限、文化服务可及性和公共图书服务密度

进行衡量，体现出乡村社会精神风貌与文化软实

力。提升教育文化服务供给，培育文明乡风，有

助于塑造积极健康的农村社会文化环境［11］。治理

有效强调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设置

村级组织规范化率、村务公开规范率和“一门

式”便民服务覆盖率，以刻画农村治理的制度

化、透明化和服务化水平。加强乡村治理能力建

设，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如共建共治共享模式

等，能够确保乡村振兴各项政策在基层落地见

效［12］。生活富裕则直接指向农民生活水平与社会

保障状况，通过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比、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以及医保参保率等指标加以体

现，反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与生活质量改善

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城乡居民收入比”是

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指标，其数值已从十年

前超过 3. 00 下降到 2022 年的 2. 45，这表明随着

乡村振兴推进，城乡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农村

居民生活富裕程度不断提高［13］。上述指标体系全

面涵盖农业农村生产、生态环境、社会文化、治

理体系和民生福祉等方面，能够科学测度乡村振

兴战略实施的成效。国家统计部门计划利用该体

系对全国及各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进行动态监

测和指数排名，从中找出短板弱项并为政策制定

提供依据，如表 1 所示。

2.  县域经济发展指数　

为全面衡量县域经济发展的水平，本研究构

建涵盖经济发展、人口与城镇化、基础设施与公

共服务、资源环境以及居民生活等 5 个维度的综

合评价指标体系。经济发展维度主要反映县域经

济运行的总体规模与效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指

标，衡量经济总量、人均水平及投资力度。这些

指标体现县域经济的基本盘和增长潜力，反映出

县域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人口与城镇化维度强

调人口规模与劳动力结构，采用年末总人口、城

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乡村从业人员数以及城镇

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等指标，它们反映县域的人力

资源状况和劳动力结构，以及县域城镇化的发展

程度。城镇化进程中县域人口向县城和中心镇集

聚，有助于壮大县域经济并增强发展韧性［14］。基

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维度体现民生保障与公共服务

水平，涵盖医疗床位数、卫生人员数量、社会福

利机构床位数、图书馆藏量及文化体育设施数

量，衡量县域在医疗、福利、文化等方面的公共

服务供给能力。完善县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

务，不仅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也增强县城

对乡村人口的吸引力和承载力［15］。资源环境维度

关注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约束，选取土地面

积、氮氧化物排放量、烟尘排放量及二氧化硫排

放量作为衡量指标，衡量县域发展过程中的资源

表 1　乡村振兴指数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二级指标

农村电商活跃度

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机综合水平

农产品加工业比值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有效灌溉率

农村清洁取暖比例

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

文化服务可及性

公共图书服务密度

村务公开规范率

村级组织规范化率

基层“一门式”覆盖

城乡收入比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人均消费支出

基本医保参保率

单位

指标

万元/人
kW/公顷

比值

%
%
%
%
年

%
个/万人

%
%
%
倍

元/人
元/人

%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8. 51%
6. 74%
5. 17%
5. 10%
6. 04%
5. 94%
5. 85%
5. 53%
5. 83%
5. 09%
3. 89%
5. 40%
4. 86%
4. 30%
5. 75%
5. 63%
4. 92%
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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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强度和环境压力。该维度旨在引导县域发展

注重生态环保，防止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式

增长，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16］。居民生活维

度体现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状况，采用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进行表征，反映居民富裕程

度和消费市场活跃度。通过考察城乡收入水平和

消费支出，可以了解县域发展对改善民生和扩大

内需的作用。尤其是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和差距

缩小，正是县域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民生的具体体

现［17］。以上五大维度共同构成县域经济发展指数

的框架，涵盖经济运行、人口城镇化进程、公共

服务供给、生态环境约束以及民生改善等关键方

面。这种综合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刻画县域发展的

质量，对比不同地区县域发展的短板与优势，如

表 2 所示。

（（二二）） 综合评价综合评价　　

1.  标准化与熵权计算　

首先，对原始指标进行同向化与标准化处

理。对于效益型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18］：

zij =
xij - min ( )xj

max ( )xj - min ( )xj

（1）

对于成本型指标，则进行反向标准化：

zij =
max ( )xj - xij

max ( )xj - min ( )xj

（2）

其中，xij 表示第 i 个地区在第 j 个指标上的原始

值，zij 表示标准化后的值。

其次，计算各地区在指标 j下的比重：

pijt = zijt

∑i = 1
n zijt

（3）

然后，依据信息熵公式计算指标 j的熵值 ej：

ej = -k ∑
i = 1

N

pijt ln ( pijt)，  k = 1
ln ( )N

（4）

熵值反映指标的不确定性，若某一指标的熵

值越大，说明各样本间的差异性越小，该指标对

综合评价的贡献越低。

接着，计算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dj：

dj = 1 - ej （5）
最后，根据信息效用值确定各指标权重 w j：

w j = dj

∑j = 1
m dj

（6）

表 2　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经济发展

人口与城镇化

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资源环境

居民生活

二级指标

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全社会用电量

年末总人口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人数

乡村从业人员数

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卫生技术人员数

社会福利机构床位数

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艺术表演场馆数

体育场馆机构数

行政区域土地面积

废气中氮氧化物排放量

废气中烟尘排放量

工业废气二氧化硫排放量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单位

万元

元/人
万元

万千瓦时

万人

人

人

元

床

人

床

千册

个

个

平方公里

吨

吨

吨

元

元

万元

属性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重

2. 57%
13. 06%
16. 37%

3. 11%
0. 58%
0. 98%
0. 61%
7. 06%
1. 19%
0. 95%
1. 40%
5. 43%
2. 10%
2. 48%
0. 69%

24. 53%
8. 61%
3. 32%
0. 60%
1. 42%
2.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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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 为指标总数， N 为地区样本数， t 为
年份。

2.  层次汇总与综合指数　

在二级指标获得权重后，先在各一级维度内

部加权求和得到维度得分，按熵权法再次赋权汇

总得到综合指数：

U ( )k
it = ∑

j ∈ Jk

w j zijt （7）

U it = ∑
k = 1

K

wkU ( )k
it （8）

其中，Jk 为第 k 个维度所含指标集合，w k 为维度

权重。据此分别得到地级市层面的乡村振兴指数

U RV
ct 与县域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U HQ

rt  。为

与地级市层面进行耦合，本研究对同一地级市辖

内各县域的 U HQ
rt 进行人口加权平均聚合，得到地

级市对应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U HQ
ct  ：

U HQ
ct = ∑

r ∈ Rc

λrt U HQ
rt ，  λrt = Poprt

∑r ∈ Rc
Poprt

（9）

其中，Rc 表示隶属于地级市 c 的县域集合，λrt 为

人口权重。

（（三三）） 耦合协调模型耦合协调模型　　

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两个相互

作用、相互促进的复杂系统。为了定量刻画两者

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引入耦合协调模型。该

模型最早用于物理学领域中系统间的能量耦合分

析，后逐渐被引入区域发展、城乡融合等研究，

用以揭示不同系统间的互动强度与协调水平［19］。

1.  耦合度模型　

设 U 1 为乡村振兴综合指数，U 2 为县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则两系统的耦合度 C 定

义为：

C = 2 U 1 × U 2

U 1 + U 2
，0 ≤ C ≤ 1 （10）

其中，C 值越接近于 1，表示两系统互动关系越

紧密；若 C 值较低，则说明两系统间存在一定

脱节。

2.  协调指数与综合发展水平　

耦合度仅能反映系统间相互作用强度，无法

揭示系统发展的整体水平。为此，引入综合发展

水平指数 T：

T = αU 1 + βU 2 （11）
其中，α 与 β 为系统权重。考虑到乡村振兴与县域

经济发展在研究中同等重要，研究取 α=β=0. 5。

3.  耦合协调度　

在综合考虑耦合度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得

到耦合协调度 D：

D = C × T ，0 ≤ D ≤ 1 （12）
耦合协调度能够同时反映两系统间的互动关

系及其发展水平，是衡量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协调状况的核心指标。根据已有研究惯

例并结合辽宁省实际，本研究将 D 值划分为若干

等级，如表 3 所示，以便对不同地区、不同年份

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比较。

（（四四）） Dagum基尼系数基尼系数　　

为进一步刻画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耦合协调度的区域差异及其来源，本研究引入

Dagum 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20］。相较于传统

基尼系数，Dagum 方法能够在整体不平等度测算

的基础上，将差异细分为区域内差异、区域间差

异以及超变动密度三部分，更适用于省域内部多

市的差异测度。首先，整体基尼系数的计算公

式为：

G =
∑i = 1

n ∑j = 1
n || yi - yj

2n2 μ
（13）

其中，n 表示样本总数，yi 和 yj 分别为第 i、 j个地

级市的耦合协调度，μ 为全体及地级市的平均值。

该式衡量所有地级市两两之间的差异程度。

在区域差异分析中，将所有地级市划分为 3
组，即 3 大区域，记组内样本数为 nh  、组均值为

μh。Dagum 基尼系数可分解为：

G = Gw + Gnb + Gt （14）

Gw = ∑
i = 1

k nh μh

nμ
Gh （15）

表 3　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0. 000~0. 009
0. 100~0. 199
0. 200~0. 299
0. 300~0. 399
0. 400~0. 499
0. 500~0. 599
0. 600~0. 699
0. 700~0. 799
0. 800~0. 899
0. 900~0. 999

协调等级

1
2
3
4
5
6
7
8
9

10

协调类型

极度失调

严重失调

中度失调

轻度失调

濒临失调

勉强协调

初级协调

中级协调

良好协调

优质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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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nb = ∑
h = 1

k

∑
r = 1

k nh μh

nμ
× Dhr （16）

Gt = ∑
h = 1

k

∑
r = 1

k nh μh

nμ
× Chr （17）

其中，Gw 为组内差异，反映的是同一区域内部城

乡融合发展的异质性，通常与区域内城市功能定

位、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差异密切相关。若 Gw

值较高，说明即便在同一区域内部，也存在显著

的发展不平衡，内部协调政策的针对性和均衡性

仍需强化；Gnb 为组间差异，体现不同区域之间

的总体发展差距，是衡量区域分化程度和发展梯

度的重要指标。当 Gnb 主导总体差异时，说明省

域发展呈现区域分层特征，需通过跨区域要素流

动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来缩小差距；Gt 为超变动

密度，反映由于组间交叉重叠造成的差异部分，

其本质上反映经济空间的结构错位与交叉发展现

象。当 Gt 较大时，意味着部分低水平地区的协调

度超过高水平区域的平均值，或高水平区域出现

波动下行，表现为发展层次的空间重叠和位次交

叉。这一项差异通常由区域间的结构趋同、产业

转移、政策外溢等动态因素引起，揭示省域内部

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空间重叠效应和非线

性跃迁特征。Gh 为第 h 组的基尼系数；Dhr 表示组

h 与组 r 之间的平均差异度；Chr 表示由不同区域

间数值分布交叉所导致的差异。

（（五五）） 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　　

为了进一步揭示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的集聚特征与依赖性，

本文引入全局与局部  Moran's I 指数对耦合协调

度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21］。空间自相关方法能够

从整体和局部两个层面考察区域发展是否存在空

间 集 聚 现 象 ， 以 及 不 同 区 域 之 间 的 相 互 影 响

程度。

全局  Moran's I 的计算公式为：

I =
n∑i = 1

n ∑j = 1
n W ij( )yi - ȳ ( )yj - ȳ

∑i = 1
n ∑j = 1

n W ij ∑i = 1
n ( )yi - ȳ

2 （18）

其中，n 为地级市数量，yi 和 yj 分别表示第 i与第 j

个地级市的耦合协调度， ȳ 为全省均值，W ij 为空

间权重矩阵元素。若 I>0，表明存在空间正相

关，即相似水平的地级市存在集聚；若 I<0，则

表明存在空间负相关，即高值与低值地级市呈空

间交错分布；当 I 接近零时，表明乡村振兴与县

域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耦 合 协 调 度 在 空 间 上 随 机

分布。

在整体格局的基础上，为揭示不同地级市在

空间依赖中的具体作用，进一步计算局部  Mo⁃
ran's I：

Ii =
n ( )yi - ȳ ∑j = 1

n W ij( )yj - ȳ

∑i = 1
n ( )yi - ȳ

2 （19）

其中， Ii 为第 i 个地级市的局部自相关指数。局

部 Moran's I 能够识别高—高、低—低、高—低

和低—高四种空间集聚模式。其中，高—高和

低—低聚集分别代表发展水平较高或较低的地

级市在空间上的集群效应，而高—低和低—高类

型则反映出空间异质性较强的分布格局。

（（六六）） 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空间马尔科夫链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各地级市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

变路径及空间邻近效应，本研究引入空间马尔科

夫链模型。传统马尔科夫链模型可刻画状态在时

间维度上的转移特征，但未能考虑空间邻域的影

响。而空间马尔科夫链在此基础上引入空间滞后

变量，通过结合空间权重矩阵，能够有效分析在

不 同 空 间 邻 居 条 件 下 ， 耦 合 协 调 度 的 跃 迁 规

律［22］。设第 i 个地级市在 t 时刻的耦合协调度状

态为 Si，t，其取值范围划分为 m 个等级。本研究

依据四分位法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4 个等级：低、

较低、中高、高。传统马尔科夫链的状态转移概

率矩阵为：

P = ( pij)
m × m

，pij = nij

∑j
n ij

（20）

其中，pij 表示状态从 i 类转移到 j 类的概率，nij 为

转移次数。

为了引入空间效应，定义第 i 个地区在 t 时刻

的空间滞后值为：

ȳ i，t = ∑
j = 1

n

wij yj，t （21）

其中， ȳ i，t 为第 i个地区的耦合协调度，w ij 为空间

权重矩阵元素，本研究采用邻接矩阵并进行标准

化处理。根据 yj，t 的大小，将空间邻域划分为四

个等级，即低邻域 （LL）、较低邻域 （L）、中高

邻域 （H） 和高邻域 （HH）。

在不同空间邻域条件下，重新统计状态转移

频率，即可得到条件转移概率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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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k = ( p( )k
ij )

m × m
，p( )k

ij = n( )k
ij

∑j
n( )k

ij
（22）

其中，k 表示不同的空间邻域等级。若不同邻域

下的转移概率矩阵存在显著差异，则表明耦合协

调度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地区自身水平，还受到邻

近地区的强烈影响。

（（七七）） 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数据来源与区域划分　　

本研究选择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案例

区，以 2004—2023 年的统计数据为基础，系统分

析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特征。数据主

要来源于 《辽宁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以

及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年度统计公报，同时辅以辽

宁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和相关部门公开

资料。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或相关指标替代

方法进行补齐，以确保数据的连续性与可比性。

涉及货币量，如农民收入、消费支出、GDP 等均

按不变价平减至 2015 年基期，消除通货膨胀影

响，以提高跨期可比性。同时，根据辽宁省 14 个

地级市的地理位置、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

将其划分为三个区域。其中，中部地区包括沈

阳、鞍山、抚顺、本溪和辽阳市；南部地区包括

大连、营口、丹东、锦州、盘锦和葫芦岛市；西

部地区包括阜新、朝阳和铁岭市。

三、结果与分析  

（（一一）） 县 域 经 济 发 展 与 乡 村 振 兴 的 耦 合 协县 域 经 济 发 展 与 乡 村 振 兴 的 耦 合 协

调度调度

从整体趋势看，2004 年全省大部分城市的耦

合协调度集中在 0. 200~0. 399 区间，表现为中度

失调和轻度失调类型，个别资源依赖型城市甚至

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这表明在研究初期，辽宁省

城乡发展联动性不足，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

均处于较低阶段。进入 2010 年以后，随着新型城

镇化战略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省内大多数城市

逐渐迈入濒临失调至勉强协调阶段，整体水平得

到明显改善。到 2015 年后，协调度普遍超过

0. 600，进入初级协调及以上水平，反映出城乡

互动关系日益紧密。自 2020 年以后，沈阳、大

连、鞍山等核心城市率先进入中级协调甚至良好

协调类型，标志着辽宁省部分地区已实现较高水

平的城乡融合发展。

从阶段变化看，耦合协调度大体经历三个发

展阶段。失调主导阶段 （2004—2009 年），多数

城市集中在中度失调和轻度失调等级，整体协调

水平偏低。转型爬升阶段 （2010—2015 年），随

着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政策支持，城市间耦合协

调度逐渐提升，大部分地区跨入濒临失调—勉强

协调阶段。加速协调阶段 （2016—2023 年），全

省整体迈入初级协调以上水平，部分城市达到中

级协调和良好协调，呈现协调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的态势。

从区域差异看，沈阳、大连、鞍山、营口等

率先突破勉强协调，并在近年稳定处于中级协调

和良好协调类型，是全省的高水平协调带。锦

州、朝阳、葫芦岛提升速度较快，但多数年份仍

徘徊在勉强协调和初级协调之间，发展质量有待

进一步提高。阜新、铁岭、盘锦整体提升滞后，

长期停留在濒临失调至勉强协调阶段，个别年份

仍存在中度失调现象，凸显资源依赖型地区协调

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二二）） 区域差异分析区域差异分析　　

根据表 4 的测算结果，2004—2023 年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乡村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

的 Dagum 基尼系数整体呈现从波动下降到趋于稳

定的态势，总体差异明显收敛。从总体变化看，

2004 年总体基尼系数为 0. 164，表明区域间协调

发展差距较为突出；此后总体差异水平逐步下

降，到 2012 年降至 0. 072 的低点，之后虽有小幅

波动，但总体保持在 0. 07~0. 09 之间。到 2023 年

总体基尼系数为 0. 079，较 2004 年下降 52%，说

明辽宁省各地区耦合协调水平的均衡性显著增

强，区域发展差距逐步缩小。

从差异来源看，Dagum 分解结果显示，区域

内差异、区域间差异和超变动密度三者对总体差

异的贡献在不同阶段有所变化。2004—2009 年，

区域内差异与区域间差异贡献率接近，均在 0. 05
左右，而超变动密度在 0. 04~0. 05 之间，说明各

地区间差距和区域间分布交叉共同作用于总体不

均衡。2010—2015 年，区域间差异明显下降，组

内差异和超变动密度成为主要来源，显示区域间

差距收敛而内部差异仍存。2016 年以后，区域间

差异持续处于较低水平，总体差异更多来自区域

内差异和超变动密度，尤其是超变动密度的贡献

在 2020 年后逐步上升，2023 年达到 0. 047，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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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4—2023年辽宁省 14个地级市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

表 4　辽宁省 14个地级市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 Dagum基尼系数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总体

0. 164
0. 125
0. 128
0. 102
0. 089
0. 102
0. 086
0. 086
0. 072
0. 084
0. 076
0. 080
0. 071
0. 080
0. 079
0. 071
0. 066
0. 078
0. 070
0. 079

区域内

0. 054
0. 042
0. 040
0. 033
0. 029
0. 032
0. 028
0. 028
0. 025
0. 029
0. 026
0. 027
0. 025
0. 025
0. 026
0. 024
0. 022
0. 026
0. 024
0. 026

区域间

0. 060
0. 052
0. 051
0. 032
0. 031
0. 023
0. 023
0. 029
0. 019
0. 022
0. 020
0. 019
0. 012
0. 023
0. 016
0. 012
0. 007
0. 011
0. 011
0. 007

超变动密度

0. 049
0. 031
0. 037
0. 037
0. 029
0. 047
0. 035
0. 028
0. 028
0. 034
0. 030
0. 034
0. 034
0. 032
0. 037
0. 034
0. 036
0. 041
0. 035
0. 047

中部地区

0. 175
0. 144
0. 116
0. 118
0. 106
0. 128
0. 116
0. 106
0. 101
0. 111
0. 100
0. 109
0. 095
0. 103
0. 101
0. 097
0. 084
0. 097
0. 087
0. 088

南部地区

0. 14
0. 117
0. 112
0. 083
0. 069
0. 069
0. 060
0. 066
0. 057
0. 074
0. 063
0. 063
0. 063
0. 056
0. 066
0. 059
0. 058
0. 068
0. 068
0. 073

西部地区

0. 095
0. 027
0. 070
0. 031
0. 053
0. 066
0. 041
0. 043
0. 02
0. 011
0. 017
0. 023
0. 022
0. 024
0. 029
0. 006
0. 011
0. 027
0. 008
0.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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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总体差异的关键因素。这表明辽宁省区域发

展格局虽然趋向均衡，但不同区域间的发展水平

交叉现象愈发明显。

从区域差异看，中部地区基尼系数整体偏

高，2004—2009 年均在 0. 12 以上，说明内部差距

较为突出；进入 2010 年后，中部地区差异逐步收

窄，但始终保持在 0. 08~0. 11 之间，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表明该区域虽整体协调水平较高，但内

部发展不均衡仍是短板。南部沿海地区差异水平

在 0. 06~0. 07 之间波动，处于中等水平，近年差

异有轻微扩大趋势。西部地区在 2004 年差异为

0. 095，随后迅速收敛， 2012 年降至 0. 020 的低

点，反映出西部地区内部协调水平趋同；但到

2023 年西部基尼系数回升至 0. 062，说明该区域

在后期存在一定的分化现象。

（（三三）） 空间自相关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　　

根据表 5 的测算结果，2004—2023 年辽宁省

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

趋势，但空间相关性整体不强。2004 年 Moran's I
为-0. 018，接近零值，说明全省耦合协调度在

初期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后 Mo⁃
ran's I 稳步提升，2008 年达到 0. 154，2012 年上

升至 0. 250，表明此阶段辽宁省耦合协调度开始

呈现较强的空间正相关。2016 年 Moran's I 达到

最高值 0. 274，并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

验，说明此阶段省内“高值集聚”或“低值集

聚”现象最为显著。 2020 年与 2023 年 Moran's I
分别下降至 0. 156 和 0. 133，且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表明空间集聚特征有所减弱。总体来看，辽

宁省耦合协调度的空间相关性经历由无显著，到

逐渐增强，再到趋减弱的过程，与不同阶段区域

协调发展推进的节奏基本一致。

从 LISA 聚集类型看，不同年份各地市表现

出一定的差异性，如表 6 所示。高—高集聚主要

集中在大连、丹东等南部沿海城市。大连自 2008

年以来长期保持“高—高”集聚，是全省稳定的

高值核心。丹东在 2012 年以后也多次进入“高—

高”集聚区，说明南部沿海地区在乡村振兴与县

域经济协调发展方面优势明显，具有明显的空间

正溢出效应。低—低集聚主要出现在阜新和辽

阳。阜新在 2008 年表现为“低—低”集聚，反映

出资源型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协调发展水平偏低。

辽阳在 2020 年和 2023 年连续处于“低—低”状

态，说明该地区在提升协调度方面存在明显滞

后。沈阳和本溪多次出现“高—低”或“低—

高”集聚，说明其自身发展水平与周边存在反

差。例如，沈阳在 2012 年表现为“低—低”，到

2016 年转为“高—低”，2023 年仍为“高—低”，

显示出省会城市虽然自身发展水平较高，但周边

部分地区协调度偏低，导致空间不匹配。本溪多

次出现“低—高”状态，说明其发展水平落后于

周边地区。葫芦岛在 2008 年一度表现为“高—

低”，也体现个别年份区域差异化突出的现象。

（（四四）） 耦合协调度空间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耦合协调度空间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　　

为进一步揭示辽宁省耦合协调度的动态演化

路径及空间邻近效应，本研究基于邻接矩阵构建

空间马尔科夫链模型，测算不同邻域条件下各类

型城市的跃迁概率，如表 7 所示。结果显示，耦

合协调度的演化不仅取决于地区自身的初始水

平，也显著受到周边邻域类型的影响。当邻接地

区均处于低水平 （LL） 时，地方城市的协调度表

现出较强的低位锁定特征。若自身处于 LL 类型，

则有 70. 6% 的概率维持原状态，仅有 29. 4% 的

概率跃迁至 L 型，向更高水平跃迁的概率几乎为

零；即使自身为 H 或 HH 类型，也分别有 55. 6%
和 75% 的概率维持在高位，但仍存在一定的下滑

风险。这表明低水平邻域对周边城市存在抑制

效应。

当邻接地区大多处于较低水平 （L） 时，地

方城市的跃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若本地处于 L

表 5　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

年份

2004
2008
2012
2016
2020
2023

Moran 指数 I
-0. 018

0. 154
0. 25
0. 274
0. 156
0. 133

期望 E （I）
-0. 077
-0. 077
-0. 077
-0. 077
-0. 077
-0. 077

标准差 sd （I）
0. 188
0. 202
0. 189
0. 183
0. 173
0. 215

z 值

0. 289
1. 132
1. 603
1. 72
1. 142
1. 032

p 值

0. 386
0. 129
0. 055
0. 043
0. 127
0. 151

70



刘铮等：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及空间差异评价——基于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的数据分析

型，则仍有 40. 9% 的概率保持在 L，且有 13. 6%
的概率提升至 H 型；若本地处于 HH 型，则有高

达 80% 的概率保持在 HH 水平，说明较低邻域不

会显著阻碍高水平地区的优势维持。但对于 LL
型城市而言，仍有 65. 4% 的概率停留在 LL 状态，

表现出路径依赖特征。当邻接地区处于中高水平

（H） 时，城市的协调度表现出上拉效应。例如，

本地为 L 型时，有 46. 2% 的概率上升至 H 型；若

本地为 H 型，则有 45. 5% 的概率保持原有水平，

同时 27. 3% 的概率跃迁至 HH 型。这表明 H 邻域

能够有效促进周边城市协调水平的提升。但 LL
型城市在 H 邻域下仍有 50% 的概率固守低位，说

明低值陷阱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当邻接地区均

处于高水平 （HH） 时，地方城市的协调度则表

现出最为显著的高值锁定效应。若本地为 HH 型，

则有 75. 9% 的概率保持在 HH 水平，是所有邻域

条 件 中 稳 定 性 最 强 的 ； 若 本 地 为 H 型 ， 则 有

55. 2% 的概率提升至 HH 型；而即便是 L 型，也

有 54. 5% 的概率上升至 H 型。这表明高水平邻域

对周边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溢出和带动效应。

四、讨论  

从全国已有研究来看，近年来各地区乡村振

兴水平不断提升，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也

逐步增强，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例

如，徐维祥等对我国 30 个省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

镇化耦合协调的分析表明，2005—2017 年两者协

调度整体呈现东部高、西南低的空间格局，高水

平协调区域逐步增多且向中部地区扩散［23］。舒泰

一等构建省域绿色金融与乡村振兴指数并测算其

协调度，结果同样显示 2011—2019 年全国平均耦

合协调度由勉强协调提升至初级协调，东部沿海

地 区 的 协 调 水 平 及 空 间 联 动 性 显 著 高 于 中 西

部［7］。本研究在辽宁省案例中得到的结果与上述

研究一致，2004—2023 年整体协调水平由失调逐

步过渡到协调，部分核心城市已进入中级乃至良

好协调区间，印证城乡融合的长期改善趋势。不

同之处在于，辽宁作为东北典型省份，其整体起

点偏低、提升速度缓慢，这与东北地区经济转型

阵痛期相吻合，也凸显区域背景对协调水平的制

约作用［24］。

进一步比较区域差异可以发现，全国研究普

遍强调区域间差距主导，而在辽宁省的案例中，

差异来源逐渐由区域间转向区域内与超变动密

度，中部城市间的分化长期居高。这说明，省域

内部的差异结构同样复杂，核心城市始终保持领

先，而资源依赖型城市长期滞后，表现出与全国

层面东强西弱格局类似的梯度差异，但在地级市

尺度上又呈现更细化的分化模式。这一发现表

明，在理解全国城乡协调格局时，应兼顾省域内

表 6　辽宁省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集聚

类型

地级市

沈阳

大连

鞍山

抚顺

本溪

丹东

锦州

营口

阜新

辽阳

盘锦

铁岭

朝阳

葫芦岛

2004
⁃

低—高

⁃
⁃

高—高

⁃
⁃
⁃
⁃
⁃
⁃
⁃
⁃
⁃

2008
⁃

高—高

⁃
⁃

低—高

⁃
⁃
⁃

低—低

⁃
⁃
⁃
⁃

高—低

2012
低—低

高—高

⁃
⁃

低—高

高—高

⁃
⁃
⁃
⁃
⁃
⁃
⁃
⁃

2016
高—低

高—高

⁃
⁃
⁃

高—高

⁃
⁃
⁃
⁃
⁃
⁃
⁃
⁃

2020
⁃

高—高

⁃
⁃

低—高

⁃
⁃
⁃
⁃

低—低

⁃
⁃
⁃
⁃

2023
高—低

高—高

⁃
⁃
⁃
⁃
⁃
⁃
⁃

低—低

⁃
⁃
⁃
⁃

注：“⁃”代表集聚类型不显著

表 7　耦合协调度空间马尔科夫链转移概率矩阵

邻接

类型

LL

L

H

HH

本地

类型

LL
L
H

HH
LL
L
H

HH
LL
L
H

HH
LL
L
H

HH

LL

0. 706
0. 350
0. 111
0. 000
0. 654
0. 455
0. 333
0. 000
0. 500
0. 231
0. 000
0. 000
0. 000
0. 091
0. 034
0. 000

L

0. 294
0. 550
0. 222
0. 000
0. 269
0. 409
0. 222
0. 000
0. 250
0. 308
0. 273
0. 034
0. 000
0. 364
0. 207
0. 069

H

0. 000
0. 050
0. 556
0. 250
0. 038
0. 136
0. 222
0. 200
0. 000
0. 462
0. 455
0. 310
0. 000
0. 545
0. 552
0. 172

HH

0. 000
0. 050
0. 111
0. 750
0. 038
0. 000
0. 222
0. 800
0. 250
0. 000
0. 273
0. 655
0. 000
0. 000
0. 207
0. 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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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次级差异。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既有历史形成的客观因素，也有现实发展的

主观因素。以本研究的辽宁省为例，从空间格局

看，沈阳、大连、鞍山、营口等沿海及中部城市

率先实现较高的耦合协调度，近年来稳定处于中

级协调或良好协调水平，可视为全省高水平协调

的发展轴带；相反，阜新、铁岭、盘锦等城市提

升迟缓，长期停留在濒临失调至勉强协调阶段，

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性较大，反映出资源型地区协

调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造成这种区域差异

的内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产业结

构差异，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往往拥有较完善的

工业体系和第三产业，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和农村

建设提供更多的资金、技术和市场支持，从而带

动乡村振兴水平提高［25］。反之，资源依赖型和单

一产业县域由于缺乏产业多样性，在资源枯竭或

市场波动时容易出现经济衰退，拖累农村发展。

辽宁西部一些城市过去过度依赖煤炭、石油等资

源产业，产业转型升级滞后，导致城乡发展难以

同步［26］。这也解释为何产业结构水平与城乡耦合

度呈显著正相关：产业越高端多元，城乡协调发

展程度越高。其二是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地区

的自然地理条件直接影响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潜

力。辽西北地区地处温带半干旱区，水土资源匮

乏，生态环境脆弱［27］。自然条件的不利使这些地

区农业生产效率低、抗风险能力差，农民收入和

政府财政均较弱，限制对乡村振兴的投入。这与

沿海地区形成鲜明对比，辽东沿海和中部平原地

区降水和土壤条件相对优越，适宜发展多种经营

和特色农业，再加上靠海临边的区位优势，更容

易 获 得 外 部 资 源 投 入 ， 因 而 乡 村 发 展 基 础 较

好［28］。最后是制度环境与治理水平，区域发展的

差异还源于政策体制和治理能力的不同。作为省

会和计划单列市，沈阳、大连在行政级别、政策

试点和要素集聚上享有优势，在财政转移、项目

布局、人才吸引等方面获得更多支持，营商环境

相对优化，因而能够更有效地统筹城乡资源。而

辽西北一些县域由于历史原因，行政层级低且财

力不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长期滞后，人才外

流现象严重，治理能力相对薄弱，导致即使有政

策支持也难以及时转化为发展动能［29］。

本研究在方法上综合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

模型、Dagum 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

马尔科夫链等多种数量分析工具，对于揭示乡村

振兴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空间演变提供

有益尝试。熵权法在指数构建中确保指标赋权的

客观性，避免纯主观赋权可能带来的偏差，使所

构建的乡村振兴和县域经济发展指数能够较真实

地反映各城市的发展状况。Dagum 基尼系数及其

分解方法则创新性地用于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差

异来源，能够将全省耦合协调度的不平衡划分为

区域间、区域内差异以及超变密度等部分，有助

于定量识别主要的差异来源。利用该方法，我们

明确省域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差距，这

对制定有针对性的区域政策提供依据。然而，上

述方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指标与权重方面，

熵权法赋予波动较小的指标以较低权重，这可能

低估某些在城乡发展中具有战略意义但在统计上

变化不大的指标的重要性。此外，指标体系的构

建受制于数据可得性，一些反映乡村治理、乡风

文明等软性发展的指标难以量化纳入，可能导致

乡村振兴内涵评价的不全面。在分布差异度量方

面，Dagum 基尼系数虽然能衡量差异程度，但属

于描述性指标，无法揭示差异背后的因果机制。

本研究通过结合空间分析和进一步的因素探讨部

分弥补这一不足，但要深入剖析差异成因还需引

入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

面，空间自相关统计量本质上仍是探索性分析，

其显示的空间聚集格局需要结合具体区域发展背

景加以解释，且受极端值和边界效应影响，分析

结果可能对不同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较为敏感。

在空间马尔科夫链方面，相较于传统马尔科夫链

仅考察时间演进，空间马尔科夫链将邻近地区的

影响纳入迁移概率矩阵，能够更好地刻画区域之

间“高—低”互动对状态跃迁的作用［30］。本研究

结果表明，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地区其状态演变

具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特征，处于高水平协调的城

市在毗邻同样高水平地区时更可能保持优势地

位，而落后地区若周边也是低水平区域，则其跃

升至更高等级的概率相对较低。这与尹君锋等对

甘肃县域的研究类似，即大多数县域的耦合类型

未发生跃迁，局部空间格局具有稳定性［30］。然

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也有局限。首先，它要

求将连续的耦合度划分为离散等级，分箱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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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会影响结果的细致程度；其次，由于乡村振

兴与县域经济发展的提升一般具有长期性，研究

期内状态转移频率有限，因而马尔科夫分析可能

出现多数地区固守原等级、转移概率偏低的情

形。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地区没有进步，而可能是

尚不足以跨越既定阈值所致。因此，在研究时期

较短或状态划分较粗时，空间马尔科夫链对动态

变化的刻画存在一定滞后性。此外，空间马尔科

夫链属于无参模型，它揭示的是空间邻居影响下

状态变化的概率分布，无法直接反映政策或外生

冲击对状态跃迁的作用力度。为克服这一不足，

未来可考虑将空间马尔科夫与计量回归相结合，

或采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对影响耦合协调水

平变化的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定量分析。

五、结论  

本研究以辽宁省 14 个地级市为案例，探讨县

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水平及空间差异。

结果表明，2004—2023 年，案例区整体协调度由

失调逐步提升至协调，部分城市已进入中级乃至

良好协调水平，印证全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普遍趋

势。同时，差异来源逐渐由区域间转向区域内，

空间格局呈现高值锁定与低位陷阱并存的特征，

说明省域内部的空间外部性显著。进一步分析发

现，产业结构、自然禀赋和制度环境是造成差异

的主要因素，核心城市具备更强的带动能力，而

资源依赖型和生态脆弱地区面临发展约束。未来

政策制定应在发挥核心城市辐射作用的同时，针

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瓶颈实施差异化措施，以推动

县域经济与乡村振兴的协同发展，实现更高水平

的区域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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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lu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and spatial disparity between county⁃level economy and rural revi⁃
talization based ondata analysis from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LIU Zheng1，YAN Liping1，LIU Xinyu1，2

（1. Institute of Rural Economy，Liaon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Shenyang  110161，  China；2. Institute of  

Organic Cycling，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uzhou），  Suzhou  215100，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level economy is a critical task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Existing studies have primarily explor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se two aspects at na⁃
tional or inter⁃provincial levels， but systematic examination of intra⁃provincial differences remains limited.   Taking 14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Liaoning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it investigat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level and spatial disparity between county
⁃ leve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providing empirical insights for 
other regions.  Using the entropy method to construct comprehensive indices for county⁃leve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was employed to characterize their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Dagum Gini coefficient decomposition， 
Moran's I， and spatial Markov chain methods were applied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within the province.  From 2004 to 2023，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ounty⁃leve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Liaoning Province generally transitioned from dysfunction to coordination， with some cities achieving intermediate or good co⁃
ordination levels.  While regional disparities overall converged， the contribution of intra ⁃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hypervariable 
densit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Spatially， there was an agglomeration effect that transitioned from weak to strong and then 
weakened； high⁃level neighborhoods reinforced high⁃value locking， while low⁃level neighborhoods exacerbated low⁃value traps.  
The case of Liaoning demonstrate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unty⁃ level economy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exhibits significant 
potential for improvement and spatial heterogeneity at the prefecture⁃level city scale.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methodology 
proposed in this study are replicable and can provide insights and comparative references for similar research in other provinces.
Keywords： County⁃level economy；Rural revitalization；Coupling coordination；Spatial dispa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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